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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的

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基于 TV － ST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吴吉林
*

摘要: 本文使用 TV － STA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结构性变化与非线
性共存。结构性变化发生在 1995 年左右，结构性变化前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高、低两
个均衡点，结构性变化后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唯一均衡点，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较变化

前有较大幅度上升。同时发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非线性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
其临界值为 4． 091。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发现，结构性变化后，我国通货膨胀对外来冲
击的反应幅度下降，但反应速度上升。另外，正、负向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
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在短期内，通货膨
胀机制下的冲击影响要明显强于在通货紧缩机制下，但从长期来开，通货紧缩机制下的冲

击影响更持久。在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也更明显。
关键词: TV － STAR模型 结构性变化 非线性调整 转换函数 广义脉冲响应

一、引言

正如 Lucas( 1976) 所指出，宏观经济变量的计量模型参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研究发现，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通货膨胀水平上，而且还
表现在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上( Kim，2000) 。因此，预测通货膨胀率以及对通货膨胀建模也变得越发困难。通
货膨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结构性变化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

这使得通货膨胀动态变化中还包含了经济扩张与衰退的非线性特征( Beaudry and Koop，1993; Pesaran and
Potter，1997) 。货币政策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也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非线
性。因此，在对通货膨胀建模时，可能需要同时考虑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等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通
货膨胀的所有研究都还是孤立地考察上述特征的某一方面，如，Evans 和 Watchtel( 1993) 基于机制转换模型
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中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结构性变化。Burdekin 和
Siklos( 1999) 使用 Perron和 Vogelsand( 1992) 的结构断点检验法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 1979 年出现了较大的
结构断点。另外，Enders和 Hum( 2002) 使用门槛自回归 TAR 模型发现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
非线性和非对称性。Martin和 Milas( 2004) 基于平滑转换 STAR 模型研究发现英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
的反应存在非线性，其强度取决于离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距离。
同样，国内学者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展开了研究，但也都是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

或非线性。其中，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结构性变化的研究较少: 刘金全等( 2006) 运用参数稳定性检验法，发现
我国通货膨胀序列自 1984 年以来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区间。张成思( 2008) 运用结构断点检验法考察了
1981 － 2007 年我国月度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路径在 1990 年代中期发生了显著
的结构性变化。而关于非线性研究的文献有: 龙如银等( 2005) 运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揭示出我国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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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率存在两个区间，即高通货膨胀率区间和低通货膨胀率区间。赵留彦、王一鸣和蔡婧( 2006) 运用改进的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间存在非线性性。王少平和彭方平( 2006) 运
用 ESTAR模型也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间存在非线性指数转换特征。张屹山和张代强( 2008 ) 在
T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局部单位根的门槛自回归
过程，在高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平稳自回归过程; 在低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单位根过程。
如果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这两种特征，只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运

动的某一特征将不能很好地揭示通货膨胀的真正本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样本数据来内生地判定通货膨胀
路径中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这两种特征，或者只存在其中一种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不存在，

这样就能避免模型的误设问题。Lundbergh等( 2003) 提出的时变平滑转换自回归( TV － STAR) 模型能够很
好地用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不仅能同时考察经济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并且能通过模型设
定检验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特征。另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机制变化是逐步过程，Markov 机制转换以及
TAR模型等均假设机制间的转换较突然，因而不能描述机制的渐进变化过程。TV － STAR 模型由于能通过
转换参数来控制转换速度的大小，所以不仅能够刻画较突然的机制变化，也能刻画渐进形式的机制变化。正
因为 TV － STAR模型具有以上许多优良性质，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金融变量的运动特征，如 Franses和
Dijk( 2005) 比较了各类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 TV － STAR 模型在长期中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其
他模型。Sollis( 2008) 使用 TV － STAR模型检验了 17 个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特征，发现
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以结构性变化为主，而另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Hasanov等( 2010) 对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与产出间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表明，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结构
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引入 TV － STAR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统一框架下探索我国通

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该模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策意义: 我国的通货膨胀是
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 如果的确存在这两种特征，那么结构性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在结构

性变化前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不同状态和结构下的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有何不

同? 正、负向外来冲击的影响也呈现非对称性吗? 另外，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临界值是多少? 对上
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本质的了解，从而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
将基于TV － ST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回答上述问题。余下部分安排为: 第二部分为数据与模型; 第三部
分为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性质与模型设定

( 一) 数据性质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指数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特征，样本范围从 1983 年
1 月至 2011 年 3 月，共计 339 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①。由于我们采用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序
列中已消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图 1 给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图。总体来讲，从 1983 年 1 月至 2011
年 3 月的这段时间内，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呈现两种不同态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处在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极不稳定，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从表 1 可以明显看出，1998 年之
前的通货膨胀无论从均值、标准差、最大值以及一、二阶自相关系数上，都明显要相对高于 1998 年之后的通
货膨胀，并分别在 1985 年底、1989 年初以及 1994 年底出现三次较大的峰值，后两次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
了 25%。在 90 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经
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波动区间也开始减小。但 2008 年次贷危机之后，随着各经济发达国家中央
银行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已经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明显增强。我国政府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结果是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
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路攀升，截至 2011 年第一季度，我国 CPI同比指数升至 5． 0%，治理通货膨胀再次成
为全年经济的重中之重。

54

①中经网数据库中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指数( RPI) 开始于 1983 年，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指数( CPI) 开始于 1990 年。相对
而言，CPI比商品零售价格能更好的作为通货膨胀率的代理变量，但为了从更长时间范围内考察我国通货膨胀路径的运动特
征，我们选用了 RPI。RPI与 CPI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 0． 995，因此选用 RPI具有合理性。刘金全等( 2006) 、张屹
山和张代强( 2008) 也曾使用过 RPI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运动特征。



图 1 我国月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增长率图

表 1 各时间段内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统计描述
时间 1983 － 1986 年 1987 － 1990 年 1991 － 1994 年 1995 － 1998 年 1999 － 2002 年 2003 － 2006 年 2007 － 2011 年
均值 4． 415 11． 567 10． 790 4． 746 － 1． 642 1． 135 2． 969
标准差 3． 202 8． 910 7． 699 6． 994 0． 977 1． 394 2． 930
最大值 10． 900 27． 900 25． 200 21． 200 0． 100 4． 400 8． 100
最小值 0． 600 0． 400 0． 600 － 3． 300 － 3． 500 － 1． 300 － 2． 500
自相关( 1) 0． 938 0． 967 0． 947 0． 923 0． 819 0． 879 0． 960
自相关( 2) 0． 863 0． 909 0． 877 0． 849 0． 661 0． 716 0． 893
注:自相关( 1) 和自相关( 2) 分别表示滞后一阶和二阶自相关系数。

许多基于 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对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具有平稳性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留彦等( 2005)
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在某一时域内具有平稳性，而在另一时域内具有非平稳性; 王少平和彭方平( 2006 ) 发
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 而刘金全和隋建利( 2010) 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非平稳的。出现上述分歧的
可能原因是，传统线性模型的 ADF单位根检验法由于存在功效( power) 问题，会过度地接受原假设，从而使
得检验结果不可靠( Taylor，2001) 。另外，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中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传统检验法很难
在线性单位根与非线性平稳序列间作出判别。为此，我们引入 Kapetanios等( 2003) 提出的 KSS 非线性单位
根检验法，该方法比 ADF检验法更具有稳健性，并能检测出所有线性与非线性单位根过程:

Δπ*
t = γπ*

t －1［1 － exp( － θπ* 2
t －1) ］∑

k

j = 1
ρ jΔπ

*
t －j + εt ( 1)

其中 εt ～ iid( 0，σ
2 ) ，π*

t是对通货膨胀率πt 剔除均值或趋势后的新随机序列，指数函数［1 － exp( － θπ
* 2
t －1) ］

用来刻画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调整特征，∑
k

j = 1
ρ jΔπ

*
t － j用来纠正回归序列中的序列相关性。在非平稳原假设

H0 : θ = 0 下，π
*
t为一随机游走过程; 而在对立假设 H1 : θ ＞ 0 下，π

*
t为平稳的非线性自回归过程。然而，由于

不可识别参数 γ的存在，直接检验原假设 H0 不可行，常用做法是对原式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Δπ*
t = δπ* 3

t －1 +∑
k

j = 1
ρ jΔπ

*
t －j + et ( 2)

这时，可通过构造统计量 tNL = δ̂ / s． e． ( δ̂ ) 来检验 H0 : δ = 0 以及 H1 : δ ＜ 0，从而判断通货膨胀序列中是存
在单位根还是具有非线性平稳特征。表 2 同时给出了 ADF以及 KS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考虑到数据生成过
程的各种可能，我们分别使用带常数以及带趋势的单位根检验。为了使得检验结果稳健，滞后阶数分别取
4、8、12 三个不同数值。KSS检验中 10%和 5%的渐近临界值摘自于 Kapetanios 等( 2003) ，其分别为 － 2． 66
和 － 2． 93。表 2 显示 ADF检验的结果取决于滞后长度以及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不能一致地判断我国通货
膨胀率是否存在单位根; 而 KSS检验的所有结果均在 5%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ADF
检验由于线性假设以及较低的功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单位根的检验是无能为力的。而 KSS 检验能得出一
致的检验结果。本质上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非线性均值回归过程。

表 2 我国通货膨胀的单位根检验

滞后阶数
ADF检验 KSS检验

常数 常数和趋势 常数 常数和趋势
4 － 3． 066＊＊ － 3． 407 － 3． 449＊＊ － 3． 604＊＊
8 － 3． 602＊＊＊ － 4． 072＊＊＊ － 4． 081＊＊ － 4． 219
12 － 2． 153 － 2． 728 － 3． 176＊＊ － 3． 24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和 5%水平上单位根检验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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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模型设定与检验

TV － STAR模型是两机制 STAR模型的一种推广，为了更好地了解 TV － STAR模型的性质，我们首先介
绍 STAR模型。自从 Terasvirta( 1994) 提出 STAR模型以来，该模型就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变
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机制 STAR模型可描述为:

Δπt = Φ'1yt［1 － G( st，γ1，c1) ］+ Φ'2ytG( st，γ1，c1 ) + et ( 3)

其中，Δπt 为通货膨胀率的一阶差分值，πt 为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而 yt = ( 1，槇y') '，槇yt = ( πt － 1，

Δπt － 1，…，Δπt － p ) '，Φi = ( βi，ρi，δi1，…，δip ) '。βi 为截距项，ρi 为 πt － 1系数，δij ( j = 1，…，p) 为 Δπt － j系数。et
是均值为零、方差为 σ2 的独立同分布过程。STAR 模型可看作是平滑转换函数 G ( st，γ1，c1 ) = { 1 +
exp［－ γ1 ( st － c1 ) ］}

－ 1的两机制加权形式。G( st，γ1，c1 ) 是［0，1］之间的连续函数，st 为转换变量，γ1 ( γ1≥0)
为转换速度参数，c1 为转换门槛参数。当 γ1→∞时，G ( st，γ1，c1 ) 函数近似为指标函数 I［st ＞ 0］，这时的

STAR模型就变为门槛自回归( TAR) 模型; 而当 γ1 = 0 时，G( st，γ1，c1 ) =
1
2 ，STAR模型就退化为线性 AR( p)

模型。Terasvirta( 1994) 主要考察了 st = πt － d，即转换变量为某一滞后变量的自回归模型，其中 d 为延迟参
数。而 Lin和 Terasvirta( 1994) 考察了 st = t即转换变量以时间 t为函数的自回归模型，这时的模型称为时变
自回归 ( TV － AR) 模型。TV － STAR模型就是在两机制 STAR 模型的 G( πt － d，γ1，c1 ) 基础上再引入时变平
滑转换函数G( t，γ2，c2 ) :

Δπt = { Φ'1yt［1 － G( πt －d，γ1，c1) ］+ Φ'2ytG( πt －d，γ1，c1) } ［1 － G( t，γ2，c2) ］
+ { Φ'3yt［1 － G( πt －d，γ1，c1) ］+ Φ'4ytG( πt －d，γ1，c1 ) } G( t，γ2，c2 ) + et ( 4)

TV － STAR模型与 Dijk和 Franses( 1999) 提出的多机制平滑转换自回归( MR － STAR) 模型相似，其区别
在于 TV － STAR模型的第二个平滑转换函数的 st = t，而 MR － STAR 模型的 st = πt － 1 ( l≠d) 。由于 G( t，γ2，

c2 ) 是关于时间 t的单调函数，因此，该函数能刻画关于时间方向上的结构性变化，结构变化的速度由 γ2 决

定，而结构变化的位置由 c2 决定，Δπt 可分别看作 G( πt － d，γ1，c1 ) = 0 和 G( πt － d，γ1，c1 ) = 1 时，参数 Φ1 和

Φ2 向 Φ3 和 Φ4 的平滑变化。而 G( πt － d，γ1，c1 ) 刻画了 G( t，γ1，c1 ) = 0 时 Φ1 和 Φ2 间的非线性转换，以及
G( t，γ1，c1 ) = 1 时 Φ3 和 Φ4 间的非线性转换。因此，当 Φ1≠Φ2，而 Φ1 =Φ3 和 Φ2 =Φ4 时，TV － STAR 模型
退化为两机制的 STAR模型; 当 Φ1≠Φ3，而 Φ1 =Φ2 和 Φ3 =Φ4 时，TV － STAR模型退化为 TV － AR模型; 当
Φ1 =Φ2 =Φ3 =Φ4，TV － STAR模型退化为线性 AR模型。因此，在 TV － STAR模型框架内，通过对模型参数
进行限制，可检验通货膨胀是否: ( a) 线性( AR模型) 、( b) 线性中存在结构变化( TV － AR模型) 、( c) 非线性
( STAR模型) 、( d) 非线性中存在结构性变化( TV － STAR 模型) 。我们可通过“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
方法来构建 TV － STAR模型，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 AR( p) 模型中的滞后阶数 p，以及确定 STAR、TV － STAR模型中的延迟参数 d。
2．基于 TV － STAR模型的线性检验，即检验原假设 H01 ( 即线性) 是否成立。
3．如果线性假设被拒绝，则( b) 、( c) 或( d) 将比( a) 更合理。
4．为了从( b) － ( d) 中选出最优模型，需进一步做如下检验，即检验原假设 H02 ( 即线性中只存在结构变

化) 是否成立，和检验原假设 H03 ( 即只存在非线性) 是否成立。
5．如果原假设 H02和 H03都被拒绝，则 TV － STAR模型最优; 如果原假设 H02没有被拒绝，而 H03被拒绝，

则 TV － AR模型最优; 如果原假设 H03没有被拒绝，而 H02被拒绝，则 STAR模型最优。
由于上述建模步骤中涉及到不可识别参数 γ1 与 γ2，将使得假设检验变得复杂。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

做法是，在原假设下对平滑转换函数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Δπt = β'0yt + β'1ytπt －d + β'2yt t + β'3ytπt －d t + R( γ1，γ2 ) + et ( 5)
其中，R( γ1，γ2 ) 代表泰勒展开中的余项，在原假设下有 R( γ1，γ2 ) = 0，因此该项不影响模型的渐进分布

理论。基于线性展开模型，我们可进行辅助的拉格朗日乘数( LM) 检验。例如，模型的线性检验等价于检验
β1 = β2 = β3 = 0 是否成立。在原假设 H01下，LM01服从自由度为 3p + 1 的 x23p + 1，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 1) 用 Δπt 对 yt 进行回归，计算残差平方和并记为 SSR0。
( 2) 用 Δπt 对 yt、ytπt － d、yt t以及 ytπt － d t进行回归，计算残差平方和并记为 SSR1。

( 3) 计算 LM01统计量: LM01 =
T( SSR0 － SSR1 )

SSR0
，其中 T为样本量。

同理，检验模型的结构性变化等价于检验 β2 = β3 = 0; 检验模型的非线性变化等价于检验 β1 = β3 = 0。
LM02和 LM03统计量的具体计算步骤类似于 LM01，详细推导可参见 Lundbergh等(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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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另外，我们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通货膨胀运动在外来冲击下的反应特征。传统脉冲响应函数不
依赖于过去历史信息，在同等幅度的正负向冲击下具有对称性。但 STAR、TV － STAR 等非线性模型明显地
依赖于过去历史路径，并且在不同机制状态下，其运动特征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非线性模型中使用传统脉
冲响应函数将产生偏差。为此，Koop等( 1996) 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GIRF) ，其脉冲响应不仅取决于历
史状态、现期冲击的大小、正负方向还取决于未来时期的冲击。该函数以历史信息 ωt － 1为条件，是包括初始

冲击 δ与不包括初始冲击 δ的两期望值之差:
GIRFΔπ ( h，δ，ωt －1 ) = E［Δπt +h |εt = δ，Ωt －1= ωt －1］－ E［Δπt +h | Ωt －1 = ωt －1］ ( 6)

其中，GIRFΔπ ( h，δ，ωt － 1 ) 是 Δπ的响应函数，h 为预测期长度。δ与 ωt － 1分别是随机冲击 εt 与历史信息

集 Ωt － 1的实现值。由于( 6) 式不存在解析解，GIRF可通过 Bootstrap方法对模型估计的残差进行重新抽样计
算而获得。如果非线性模型具有平稳性，那么外来冲击的影响将随时间而消失。最后，通货膨胀水平值的脉

冲响应为差分值脉冲响应的加总即 GIRFΔπ ( h，δ，ωt － 1 ) = ∑
h

i
GIRFΔπ ( i，δ，ωt － 1 ) 。借助于广义脉冲响应函

数，我们将考察不同机制以及可能的结构变化下，外来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运动路径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基于线性 AR( p) 模型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建模。通过自相关、偏自相关图以及结合 AIC 信息准则，
我们选择 AR( 2) 模型来刻画通货膨胀差分序列的动态过程。表 3 显示，基于 AR( 2) 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
发现残差部分具有非正态尖峰、厚尾等性质。另外，基于滞后 4、8 阶的 Lung － Box检验虽未发现残差中存在
自相关，但怀特检验发现残差中存在异方差效应。因此，从残差的诊断结果来看，AR( 2) 模型不是最优的，这
可能是线性自回归模型不能捕捉通货膨胀中的非线性与结构性变化。

表 3 AR、TV －AR以及 STAR模型的实证结果

AR( 2) 模型
TV － AR模型 STAR模型

结构变化前 结构变化后 低通货膨胀机制 高通货膨胀机制

β 0． 079＊＊
( 1． 994)

0． 207＊＊
( 2． 183)

0． 028
( 0． 556)

0． 062
( 1． 475)

0． 517＊＊
( 2． 277)

ρ － 0． 020＊＊＊
( － 2． 382)

－ 0． 023＊＊＊
( － 2． 683)

－ 0． 049＊＊＊
( － 4． 317)

－ 0． 020
( － 1． 537)

－ 0． 043＊＊＊
( － 2． 831)

δ1 0． 394＊＊＊
( 6． 578)

0． 408＊＊＊
( 6． 770)

0． 264＊＊＊
( 3． 319)

0． 122＊＊＊
( 2． 454)

0． 548
( 7． 120)

δ2 0． 222＊＊＊
( 4． 836)

0． 281＊＊＊
( 4． 629)

0． 056＊＊＊
( 0． 838)

0． 014
( 1． 461)

0． 284＊＊＊
( 3． 499)

σ 0． 529＊＊＊
( 3． 137)

0． 498＊＊＊
( 2． 903)

0． 449＊＊＊
( 2． 896)

方差比 σ̂( TV_AR /AR) = 0． 941 σ̂( STAR /AR) = 0． 849
γ 285 ( 1． 341) 1． 068( 2． 567)
c 0． 423 ( 156． 260) ＊＊＊ 5． 653( 4． 526)
SK 0． 164 0． 041 0． 045
EK 1． 391 1． 375 1． 228
JB 28． 784＊＊＊ 27． 566＊＊＊ 26． 144＊＊＊

LB( 4) 1． 526 1． 218 1． 196
MLB( 4) 1． 213 0． 854 0． 909
LB( 8) 10． 116 8． 447 9． 132
MLB( 4) 8． 494 7． 654 7． 641
ARCH( 4) 13． 950＊＊＊ 14． 506＊＊＊ 12． 726＊＊

ARCH( 8) 14． 775* 14． 477* 14． 116*

AIC － 0． 423 － 0． 427 － 0． 478
BIC － 0． 270 － 0． 326 － 0． 335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为此，我们按照“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过程来选择最优模型。基于 TV － STAR 模型，我们首先进
行线性假设检验，即检验在 TV － STAR模型与 AR( 2 ) 模型之间，哪个能更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率的运动
过程。由于在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并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引起的异方差效应，其结果是，拉格朗日乘数( LM)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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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异方差下将可能过度拒绝或接受原假设。因此，我们同时给出了 Wooldridge( 1990 ) 的具有异方差稳健
性的 LM检验统计量。通过使用普通的与稳健的 LM检验将使得模型的估计和选择结果更加可靠。这里选
取 πt － 1、πt － 2、πt － 3、πt － 4、Δπt － 1、Δπt － 2和 Δπt － 3作为平滑转换变量的备选变量。对于选择上述不同的转换变
量，所有普通与稳健的 LM01检验的 p值都较小，并且在 πt － 3时取得最小值，其在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模
型的线性假设。
虽然上述检验明显地拒绝了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的线性假设，但我们仍不确定其运动过程是表现为非线

性还是结构性变化，或是兼具两者特征。因此，我们开始在 TV － STAR 模型框架内检验我国通货膨胀的运
动中是否只存在结构性变化而不存在非线性，即检验 TV － AR模型是否能完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
径。TV － AR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见表 3) ，我国通货膨胀率约在 1994 年底至 1995 年初期间发生了较大的
结构性变化。相对于线性模型，其标准差下降了 5． 9%，另外，偏度、峰度以及正态性也都有所改善，但异方
差效应没有任何减少。从 AIC和 BIC 信息准则上来看，TV － AR 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然优于线性 AR( 2 ) 模
型。同样，基于普通与稳健的 LM02模型设定性检验也在 5%的水平上拒绝了 TV － AR模型。因此，只单独考
察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是不合适的。
我们再考察通货膨胀中是否只存在非线性变化而不存在结构性变化，即检验 STAR 模型是否能完全刻

画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特征。在 H03的原假设下，可得两机制的 STAR回归方程。两机制 STAR模型由
于假设不同机制下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运动特征，从而大大增加了模型的灵活性。STAR 模型的回归结果
显示，我国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的两机制运动特征，在高机制( πt － 3≥5． 653) 下，通货膨胀具有均值回归特征;
而在低机制( πt － 3 ＜ 5． 653) 下，通货膨胀呈现局部单位根特征。最优转换变量 πt － 3中的 d = 3 表明我国通货
膨胀的调整发生在滞后 3 期，其调整的主要依据取决于通货膨胀是否过高或过低，并且调整的影响在三个月
后起作用。相对于线性 AR( 2) 模型来说，STAR 模型的标准差降低了 15． 1%，从 AIC 与 BIC 两信息准则上
来看，模型的拟合能力比起 TV － AR模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异方差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但仍旧不
能消除。另外，基于偏度、峰度以及正态性检验的统计值也都有所改善。但表 4 的模型设定性检验显示，相
对于 TV － STAR模型，在 5%的显著水平上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稳健的 LM 统计检验量都拒绝了 STAR 模型。
这表明，STAR模型不能很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只单独考察我国通货膨胀中的非线性也是不
合适的。

表 4 “一般到特殊到一般”方法中的 LM检验

过度变量
标准检验 稳健性检验

LM01 LM02 LM03 LM01 LM02 LM03

πt － 1 0． 005 0． 032 0． 052 0． 011 0． 041 0． 074
πt － 2 0． 003 0． 019 0． 026 0． 009 0． 037 0． 060
πt － 3 0． 000 0． 000 0． 001 0． 001 0． 001 0． 002
πt － 4 0． 002 0． 007 0． 010 0． 016 0． 045 0． 029
Δπt － 1 0． 148 0． 209 0． 233 0． 340 0． 405 0． 317
Δπt － 2 0． 124 0． 155 0． 173 0． 207 0． 312 0． 282
Δπt － 3 0． 109 0． 148 0． 152 0． 176 0． 273 0． 215

上述 LM02和 LM03的检验结果显示，TV － AR模型和 STAR模型都不能很好地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
特征，忽略通货膨胀运动中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都不合理。因此，我们开始在 TV － STAR 模型的框架内
来同时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运动特征。基于残差检验结果以及 AIC 和 BIC 信息准则
来看，TV － STAR模型明显优于 AR( 2) 、TV － AR 以及 STAR 模型。特别是在 TV － STAR 模型下，回归残差
的异方差效应已基本消失( 见表 5) 。在转换函数 G( πt － 3，̂γ1，̂c1 ) 中，̂γ1 = 21． 131 表明我国通货膨胀运动具
有较快的非线性调整速度，另外，̂c1 = 4． 091 是我国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临界水平值，这也反映在图 2
( b) 中。相对于 STAR模型而言，转换函数中的 γ̂1 有所上升，而 ĉ1 有所下降，这可能是 STAR模型由于未考
虑结构变化而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的原因。由于 G ( πt － 3，̂γ1，̂c1 ) 为单调递增函数，在极端情形下，G
( πt － 3，̂γ1，̂c1 ) = 1 和 G( πt － 3，̂γ1，̂c1 ) = 0 分别对应着通货膨胀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因此，G( πt － 3，

γ̂1，̂c1 ) 也刻画了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非线性调整特征，图 2( a) 明显地反映了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的
这一动态调整路径。结构性变化函数 G( t /T，̂γ2，̂c2 ) 中的 γ̂2 = 342 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较突然，
并且该结构性变化点约在ĉ2 = 0． 423左右，其对应的整个结构性变化样本时间范围约从 1994 年 6 月至 1995
年 5 月，历时 1 年左右，这从图 2( c) 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结构性变化后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出现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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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的降低，该结构性变化与 20 世纪中期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成功调整相一致，宏观经济政策的转
变改变了模型参数的特征，并最终反映在通货膨胀运动路径的变化上。该发现也与张成思( 2008) 的结构变
化检验法的研究结果相吻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刻画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时，需同时考虑非线
性以及结构性变化。

表 5 TV － STAR模型实证结果
结构性变化前 结构性变化后

通货紧缩机制 通货膨胀机 通货紧缩机制 通货膨胀机制

β 0． 349＊＊

( 2． 342)
0． 699＊＊

( 3． 682)
－ 0． 084*

( － 1． 896)
0． 155＊＊＊

( 2． 599)

ρ
－ 0． 118
( － 1． 482)

－ 0． 050＊＊＊

( － 2． 913)
0． 012 ＊＊＊

( 0． 522)
－ 0． 041*

( － 1． 774)

δ1
0． 037
( 0． 271)

0． 542＊＊＊

( 7． 576)
0． 164＊＊＊

( 2． 791)
0． 144＊＊

( 2． 068)

δ2
0． 227＊＊＊

( 11． 829)
0． 287＊＊＊

( 3． 924)
－ 0． 096*

( － 1． 659)
0． 214＊＊＊

( 2． 677)
γ γ̂1 = 21． 131( 1． 852)

* γ̂2 = 342 ( 0． 974)
c ĉ1 = 4． 091( 57． 741) ＊＊＊ ĉ2 = 0． 423 ( 58． 611) ＊＊＊

方差比 σ = 0． 378，̂σ( TV_STAR/AR) = 0． 715
SK = － 0． 024，EK = 0． 957，JB = 16． 053＊＊＊，LB( 4) = 0． 887，MLB( 4) = 1． 201，LB( 8) = 5． 613，MLB( 8) = 4． 747，
ARCH( 4) = 4． 775，ARCH( 8) = 6． 428，AIC = － 0． 496，BIC = － 0． 379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图 2 TV － STAR模型中的转换函数

通货膨胀的持久性反映了通货膨胀的运动惯性特征，其强弱一般是由自回归滞后系数的大小所决定，然

而由于 TV － STAR中 Δπt 的最大滞后阶数为 2，即 πt 的最大滞后阶数为 3。在滞后阶数大于 1 时，通货膨胀
的持久是由最大特征根决定。因此通过计算不同机制状态下的最大特征根，可用来比较通货膨胀的持久性
特征。借助于 TV － STAR模型，我们给出四个主要机制状态下的特征根，而通货膨胀的具体运动特征可视
为在这四种状态下的转换组合。通过对最大特征根的比较不难发现，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通货膨胀
的运动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 1995 年之前处在通货紧缩机制下即 G( πt － 3，̂γ1，̂c1 ) = 0、G( t /T，̂γ2，̂c2 ) = 0
时，最大特征根为 0． 804，这时通货紧缩的发生只是短期现象，πt 会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 而 1995 年之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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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货膨胀即G( πt － 3，̂γ1，̂c1 ) = 1、G( t /T，̂γ2，̂c2 ) = 0 时，最大特征根为 0． 929，该状态下的通货膨胀持久性要
强于通货紧缩下的持久性，但影响仍旧会随时间而消去。与上述特征相反的是，在通货膨胀发生结构性变化
之后，无论是处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机制下，持久性较结构性变化前都出现了上升。特别是当 πt 处于

通货紧缩机制下即 G( πt － 3，̂γ1，̂c1 ) = 0、G( t /T，̂γ2，̂c2 ) = 1 时，最大特征根为 1． 013，这时 πt 基本表现为一单

位根过程，通货紧缩具有非常强的持久性，甚至呈爆炸式扩张; 而发生通货膨胀即 G ( πt － 3，̂γ1，̂c1 ) = 1、
G( t /T，̂γ2，̂c2 ) =1 时，最大特征根为 0． 932，此时的通货膨胀虽也表现出较强的持久特征，但该状态仍属于平
稳状态，通货膨胀率会以较慢速度恢复至正常水平。总之，虽然结构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的变动范围有较大下
降，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持久性却明显上升。
上述我国通货膨胀运动特征的这一变化也可通过进一步考察 TV － STAR 的确定性主干部分( 不考虑随

机冲击影响) 来更深刻认识。如果模型确定性主干的外推开始于结构性变化之前( G( t /T，̂γ2，̂c2 ) = 0) ，在初
始值 πt≤4． 091 时，该模型将收敛于均衡点2． 949; 在初始值 πt ＞ 4． 091 时，该模型将收敛于均衡点 13． 985。
这表明结构性变化之前的通货膨胀虽具有全局稳定性，但具有局部非稳定性。相对而言，处于低均衡点
2． 949附近的运动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即使出现通货紧缩压力，也很快能恢复至正常水
平。而处于高均衡点 13． 985 附近的运动，很难恢复至低均衡点，一旦处在高均衡点，通货膨胀将会一直维持
较高水平，这也是 1995 年之前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的原因。另外，如果模型确定性主干的外推开始于结构性
变化之后( G( t /T，̂γ2，̂c2 ) = 1) ，无论初始值开始于何点，该模型都将最终收敛于全局唯一均衡点 4． 185，即收
敛于临界值附近，这与稳健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央政府把防

止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强化了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导向作用，从

而使得通货膨胀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下降。
我们借助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并基于结构性变化之前( G( t /T，̂γ2，̂c2 ) = 0 ) 、结构性变化之中( G( t /T，

γ̂2，̂c2 ) = 0． 5) 以及结构性变化之后( G( t /T，̂γ2，̂c2 ) = 1) 的三个 STAR 模型来分别考察处于通货膨胀机制为
主( G( πt － 3，̂γ1，c1 ) ＞ 0． 5) 和通货紧缩机制为主( G( πt － 3，̂γ1，c1 ) ＜ 0． 5) 时的我国通货膨胀运动对外来冲击的
反应。这里冲击初始值设定为一单位的标准差即 σ̂e，冲击期长 h = 1，2，…，40，基于历史信息 ωt － 1和初始冲

击 σ̂e 的 GIRF值可通过( 6) 式计算而得，期望值通过 5 000 次的重复抽样计算而得。图 3 中的横坐标表示
h，纵坐标表示 GIRFΔπ ( h，δ，ωt － 1 ) 。通过对比图 3 的( a) 、( b) 与( c) ，不难发现以下特征: 首先，与结构性变
化之前相比，结构性变化后的冲击影响幅度降低。当 πt 处于通货膨胀机制下时，冲击效应几乎降低了 50%
之多，相对而言，当 πt 处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冲击效应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同时，冲击的传导效率上升。在
通货膨胀机制下，冲击的最大反应期由结构变化前的第 8 期提前至第 3 期; 而在紧缩机制时，变化最大的是
负向冲击，其最大反应期由第 15 期提前至第 2 期。这种传导效率的极大提高从某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市场体
制改革的成功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成功，使得各种来自于需求、供给以及货币的冲击能很快反映到价格的
变化上来。由于传导效率的提高，任何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迹象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反映到作为市场信号
的价格变化上，从而使得我国政府能依据价格信号对将要发生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

依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发展态势，综合应用汇率、利率以及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因此 πt

的波动幅度也明显降低。其次，正向、负向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
冲击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而且通货膨胀机制下的冲击影响在短期内要明显强于通货紧缩机制下同等冲
击的影响，但从长期来开，通货紧缩机制下的冲击效应更持久。在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非对称效应也更加显
著。这意味着我国更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现象，即使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但由于通货紧缩机制下的正向冲击更
持久，而且作用也较强，因此，只要适当刺激经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通货紧缩将很快消失。当在通货膨胀机
制下，由于负向冲击的作用较小，而且持续时间较短，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即使采取与通货紧缩机

制下相反的同等强度的政策措施，但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不如通货紧缩机制下摆脱通货紧缩的效果好。通
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这种非对称性特点使得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要远高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本。
基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临界值 ĉ1 =4．091，可以看出从 2010年 10月开始，我国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此时通货膨胀机制下的最大特征根为0．932，因此高通货膨胀率将持续一段时间。此次通货膨胀与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均不同，其特点是:资产价格与普通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而且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

因素共同推动而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货币供应量过大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房价的泡沫化、能源价格、农产品价
格的上涨。从图3( c) 可知，由于通货膨胀机制下的正向冲击效应明显强于负向冲击，这也就是说，如果目前治理通
货膨胀的力度不足，那么反通货膨胀的各种政策很可能被来自正向冲击如石油价格上涨、房价上涨等各种外部冲
击效应抵消，而且由于同等的正向冲击效应更强也更持久，那么要降低当前的物价水平就非常困难。因此，我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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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需提防其他外来冲击而引发的对冲效应。

说明: ( a) 、( b) 、( c) 分别对应着结构性变化前、中、后。
图 3 TV － ST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图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TV －STAR模型在统一框架内同时考察了我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调整与结构性变化，研究发现:
首先，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转换，其临界水平为 4． 091，这种非线性调整具

有非对称性，在不同的机制状态下具有不同的调整速度。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转
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应地经历了转变，这些调整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的路径
在 1994 年下半年至 1995 年上半年间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结构性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虽有较大幅
度下降，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明显上升。
其次，在结构变化前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高低两个局部均衡点，分别为 13． 985 与 2． 949。当初始值

πt － 3 ＞ 4． 091 时，该模型将收敛于高均衡点; 而当初始值 πt － 3 ＜ 4． 091，该模型收敛于低均衡点。一旦通货膨
胀的运动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通货膨胀将会在高均衡点附近运动，从而通货膨胀一直会维持在较高水
平，这就解释了 1995 年之前持续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原因。而结构性变化之后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只存在唯一
均衡点 4． 185，这就意味着 1995 年之后不再会发生持久的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通货膨胀变得更具
有温和性，但持久性比结构变化前要更强。
最后，结构性变化之后，通货膨胀的运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幅度下降，但对冲击的反应速度上升，在某种

程度也说明了市场的信息传递效率上升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更加有效性。另外，在不同的机制下，同等程度
的正负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要比负向冲击的影响更强、更
持久。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也更明显。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使得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要
高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本。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又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由于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较强，而且来自石油价格上

升、房价泡沫化以及美元快速贬值等压力的不确定性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的难度较以往更大。因此，一方面
我国要继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并严厉控制热钱的流入、逐步对人民币升值、扭转贸易顺差局面; 另一方
面，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促进就业等方面的
支持力度，并逐步降低各种税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与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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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nge and Nonlinear Adjustment in Chinese Inflation Rate Pat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V － STAR Model

Wu Jilin
(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V － STAR model to study the dynamic features of inflation rate in China，and finds there exist
structural change and nonlinearity in the inflation rate，the nonlinear adjustment of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shows obvious asymmetries，
and their transition threshold is 4． 091% ． The structural change takes place around 1995，before this point exist one high and one low
equilibrium point in the inflation path，but after this point only exist one equilibrium point，furthermore，the inflation persistence
increases a lot compared with before． Based on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we find the response amplitude decreases，but
response speed increases a lot． In addition，positive and negative shock effects on the inflation show obvious nonlinearity and
asymmetries，in most cases，the positive shock effect is much bigger and much more persistent． In the short run ，the shock effect in
inflation regime is much stronger than in deflation regime，but in the long run，the shock effect is much persistent than in deflation
regime． The shock asymmetries are more obvious after the structural change．
Key Words: TV － STAR model; Structural Change; Nonlinear Adjustment; Transition Function; 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JEL Classification: E31，C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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